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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
生成逻辑、理想类型与未来发展*

祝建华 曾可欣

摘要：社会政策的演进本质上体现为在风险形态的认知基础上国家能力介入个体风险的时机与方式，在对

风险的制度回应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政策类型。社会风险理论、社会政策演进、风险形态与结构变迁、能

力贫困与社会投资理论是“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认知基础、转型依据、现实动因与目标指向，这是其生

成逻辑。在构建韧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指引下，“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理想类型特征表现为介入时机的前置

化与全周期覆盖以及介入方式的精准性与系统性，主要包括政策对象扩展到脆弱性群体并注重连续性治理，注

重复合型的政策工具组合，政策治理结构呈现多层网络架构，社会政策的资金支出朝投资性支出倾斜。“主动-

预防”型社会政策的未来发展将深度回应经济结构转型、人口结构变化与技术革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朝着更

具韧性的社会政策形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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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政策较多地体现为向公众提供满足需

要的产品和服务，为那些通过自己的保险或应对

机制避免风险能力最低的人提供支持。［1］其本质

以解决贫穷、饥饿、老龄化等重大社会问题为取

向，着眼于资源的重新分配。［2］现代社会政策的演

进是人们对“国家介入个体风险”这一核心命题

的理论认知和制度回应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解

决“介入时机”与“介入方式”的问题。换言之，强

调事后还是事前、补救还是预防成为社会政策发

展取向的重要差别。前工业社会至工业革命初

期，社会政策的介入时机完全处于“被动应急”状

态，没有风险预防机制，介入方式则呈非制度化

特征，掺杂强烈的道德筛选与惩戒约束，忽视风

险的社会结构性根源。工业社会成熟期形成全

周期持续干预的介入时机理念，并通过立法实现

制度化、全民覆盖的介入方式。但在进入新自由

主义时期后，介入时机退回到风险激化后的事后

兜底，反对提前预防且限定救济期限以强迫受助

者参与市场竞争；介入方式转向市场化选择性筛

选，将福利责任从国家推向市场与家庭，国家仅

承担最基本的兜底功能。社会投资阶段提出在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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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萌芽前进行预防性能力投资的介入时机的

思路以及能力建设、责任协同的介入方式，重构

了国家、市场与个人的责权关系，主张福利制度

应从单纯的收入维持转向能力建设［3］。重视人力

资本投资、社会机会与增权［4］。但却未能突破覆

盖范围有限、主体协同不足的局限，也未形成普

遍适用的风险预防体系与多元共治机制。概言

之，传统社会政策的治理困境核心在于：在介入

时机上，始终难脱被动应对的惯性，没有系统性

前瞻预防机制；在介入方式上则陷入非制度化、

道德歧视、市场化割裂的怪圈，缺乏兼顾公平与

效率的制度化多元协同机制，最终既难以适配不

同阶段风险形态，也无法从源头治理风险。

现实层面，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

征极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5］。当今时代

所面临的风险远比贝克（Ulrich Beck）之前预估的

要更为复杂，社会进入“乌卡时代”（VUCA）与“巴

尼场域”（BANI），前者强调了环境的快速变化与

事态发展的不可预测，后者关注在不确定环境下

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进入21世纪以后，系

统性风险突破时空边界，平台经济下收入波动、

算法管理导致认知疲劳、心理健康危机年轻化［6］。

社会政策需要升级为风险预判与应对并重的前

瞻介入，应该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联动的多元

协同机制为支撑，同时强化跨国政策协调以应对

全球性挑战［7］。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形态，现实情

况比较堪忧。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类风

险冲击，整体的社会保护体系总是显得较为滞

后、迟缓，防范不够、应对不力的问题没有有效解

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社会政策的

结构与成本调整已成为必然选择，旧有刚性支出

模式既无法回应新风险，也无法适配新质生产力

发展对政策灵活性提出的要求［8］。唯有通过精准

化结构重构，才能实现从被动兜底到主动赋能的

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主动-预防”型社

会政策本质上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风险前

置防控”的新型治理范式，重新审视社会政策的

“介入时机”与“介入方式”，缓解“重救济、轻预

防”的问题。

国内学界对这一社会政策问题的研究始终紧

扣时代变迁与实践需求，形成了兼具理论深度与

实践关怀的研究脉络。王思斌较早提出“社会政

策时代”的论断［9］。岳经纶认为新时代社会政策治

理结构上需要多部门协同［10］。林闽钢等学者提出

的“冲击-回应”社会政策理论认为，社会政策的变

迁是外部冲击与内生回应动态博弈的结果：经济

危机、社会转型等外部冲击会暴露制度缺陷，触发

政策系统通过消除/替代、转换、叠加、漂流四种模

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形成“危机倒逼-结构转型-战
略重构”的三阶段演进逻辑［11］。这些探索为理解

当代社会困境提供了核心的分析工具，揭示了传

统社会政策“被动应对”逻辑的局限性，为“主动-
预防”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么，“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生成逻辑

是什么？如何解释“介入时机”前置化与“介入方

式”多元化的必然性？该类型政策的具体内涵如

何界定？基于“介入时机”与“介入方式”，其理想

类型特征呈现何种形态？随着经济结构、人口结

构、技术革命变迁，如何推动“主动-预防”型社会

政策的韧性发展？

二、“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生成逻辑

（一）社会风险理论是“介入时机”前置化的

认知基础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传统社会阶段，风险形

态以饥荒、瘟疫等自然风险为核心，影响范围具

有区域性，社会政策多为风险发生后的被动介

入，以宗族、教会等民间组织的非制度化救济为

主，国家仅在极端情况下开展临时性赈灾，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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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安排；进入工业社会后，风险转向工伤、失

业等隐患，国家通过官僚体系完善与财政能力强

化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社会政策则转为风

险显现过程中的适度主动介入，以政府主导的制

度化社会保险体系为核心构建早期福利国家框

架［12］。进入风险社会以后，贝克等认为风险性质

已从自然风险主导转向人造风险主导，这类风险

源于科技进步与制度运行的副作用，呈现系统

性、累积性、不确定性、跨域性和动态演化性的核

心特征，现代风险已不再是局部、孤立的社会问

题，而是相互关联、动态演化的系统挑战。因此，

传统“被动回应”型社会政策因无法适配风险社

会特征，陷入难以突破的困境：风险的累积性与

政策事后补救的矛盾，风险的跨域性与部门分割

的矛盾，风险的动态演化性与政策静态设计的矛

盾［13］。这是社会政策介入时机前置化的核心认

知框架。

吉登斯（A. Giddens）的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为

介入时机的前置化提供了更具体的操作思路，晚

期现代性阶段风险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制度性

反思能力，通过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动态评估不

断校准政策干预的关键节点。风险治理的重心

也从应对具体风险转变为借由风险调控实现治

理优化，要求政策系统须具备预判自身运行副作

用的能力。这种反思性机制突破了传统线性治

理的局限，将潜在风险控制在可干预的阈值内，

从而避免局部小风险通过社会放大效应演变为

系统性危机，为社会政策介入时机前置提供了方

法论支持［14］。

（二）社会政策演进理论是“介入方式”多元

化的转型依据

艾斯平-安德森（G. Esping-Andersen）的福利

资本主义类型学为社会政策介入方式从单一转

向多元化提供了深层解释。福利体制的本质差

异源于国家、市场、家庭三者责任配置的制度分

野，传统福利国家的三种理想类型均建立在特定

的责任分割逻辑之上。但当代风险的复合性已

打破这种分割框架，风险的跨领域特性要求突破

主体间的责任壁垒，构建权责交织的协同网络。

换言之，福利体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间的功能

互补而非单一主体的能力强弱，这为国家主导模

式转向多元协同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政府需

承担制度设计与公平保障的职责，市场发挥服务

供给的灵活优势，社会力量则填补基层治理缝

隙，三者通过功能耦合实现风险治理的系统

效能［15］。

吉尔伯特（N. Gilbert）与特雷尔（P. Terrell）的

政策工具适配性理论为介入方式多元化提供了实

践逻辑，提出了风险属性与工具选择的适配规律。

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与风险特征的匹配程

度：面对全民性普遍风险，需采用“规制引导+社会

动员”的组合工具，借助制度规范与社会参与形成

治理合力；针对群体差异化风险，则适用“定向供

给+补贴支持”的工具组合，通过精准干预降低政

策成本。这种工具选择的差异化思路打破了传统

“一刀切”的供给模式，强调多元工具的组合应用。

换言之，介入方式的多元化并非简单的主体数量

增加，而是基于风险类型的工具创新与功能重构，

最终实现政策效能的最大化［16］。

（三）风险形态与结构变迁是政策调整的客

观动因

风险形态转型直接倒逼社会政策介入时机走

向前置化。工业社会时期的传统风险整体呈现单

一化、显性化与可预测性特征，风险的影响范围与

演化路径相对清晰，即便在风险恶化阶段介入也

能有效控制损害范围。现代社会的风险早已不是

过去那种局部、可控的类型了，像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蔓延、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灾害，都带着鲜明

的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特征，无法精准预判风险什

么时候来、影响会波及多广。这类风险往往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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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跨群体，传统碎片化的“事后补救”模式只能缓

解眼前的问题，却没法从根上应对风险的蔓延，更

谈不上提前规避。所以，社会政策的介入时机与

介入方式必须实现彻底转向，搭建起一套能应对

系统性风险的预防框架。

社会结构变迁持续推动社会政策介入方式

趋向多元化。在经济结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平台经济带动灵活就业规模显著扩大，传统以

政府为唯一供给主体的模式已难以覆盖这类群

体的权益保障需求，需构建政府规制定责、市场

主体落实、社会力量监督的协同框架［17］。举例

来说，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进程中，养老需求已从

传统的失能后照护转向健康维护与失能预防，

单一主体的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在

技术智能化发展中，传统单一化的政策应对方

式无法适配技术变革带来的复杂挑战，需建立

多方联动机制［18］。

（四）能力贫困与社会投资为“主动-预防”型

社会政策提供了目标指向

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实际上是为

“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确立了价值层面的目标

导向，将政策关注焦点从传统收入补偿转向能力

扩展与实质自由保障［19］。这一论断直击传统社

会政策“事后补救”的短板，明确“主动-预防”型

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提前阻断能力剥夺，通过在风

险未显现的关键阶段投资教育、健康、营养等领

域，帮助个体提升“可行能力”，从根源上筑牢抵

御风险的内在基础。这种目标设定不仅契合发

展的终极目标是扩展人的实质自由的道德准则，

更让“主动-预防”具备了不可替代的正当性，为

政策划定了以能力预防为核心的价值目标。

社会投资理论为“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提

供了实践层面的目标落脚点，将能力扩展与财政

可持续、风险削减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使目标兼

具理想性与可行性。该理论打破社会政策是消

耗性支出的认知，主张政策目标应是产生长期收

益的生产性投资［20］。其强调全生命周期目标覆

盖，针对能力发展的路径依赖与代际传递特征，

将投资延伸至幼儿早期发展、中年技能升级、老

年人社会参与等全阶段，打破能力剥夺的恶性循

环，避免风险跨阶段扩散。同时，主张提出精准

目标聚焦，优先识别高风险的脆弱性群体，集中

资源进行针对性干预。这种目标设定解决了“主

动-预防”的效率与可持续难题，为政策提供了可

落地的实践目标。

归结来看，两者的深度整合进一步强化了

“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目标系统性。从目标

一致性看，二者均以提升个体福祉、减少社会风

险为核心，能力贫困理论从公平与自由维度锚定

目标价值，社会投资理论从效率与可持续维度明

确目标可行性，共同规避了传统政策中公平与效

率对立的困境。从目标协同性看，能力贫困理论

回答“为何预防”的问题，即为扩展实质自由；社

会投资理论解决“预防到哪”的问题，即全周期精

准投资。最终形成基于能力剥夺的风险识别、聚

焦关键阶段与群体的能力投资和兼顾能力扩展

与风险削减的收益评估的完整目标链条。这一

整合目标指向“韧性社会政策”的构建，不仅要求

政策通过前置干预帮助社会系统抵御风险，更要

推动社会结构优化与能力升级，为“主动-预防”

型社会政策划定了清晰、系统且兼具价值与实践

意义的目标方向。

三、“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理想类型特征

（一）基于韧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主动-

预防”型社会政策

“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是指基于对潜在社

会风险的前瞻性识别与预警机制，以阻断风险发

生、控制风险扩散、提升社会抗风险能力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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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通过“介入时机前置化”与“介入方式多元

化”构建的制度安排。其本质是通过“介入时机”

与“介入方式”的协同联动，实现风险的源头治

理，而非风险的末端补救。

具体而言，“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最终

落脚点是构建一套能扛住风险、灵活调整的韧性

社会政策体系。这里说的社会韧性，不是抽象的

概念，而是要落到个体、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系

统上：比如，个体面对失业、疾病时，有能力快速

适应、重新找到生活支点；家庭遭遇突发困难时，

能有底气抵抗冲击、不轻易陷入困境；社区遇到

灾害或公共事件时，能通过互助快速恢复秩序；

社会系统面对经济波动、公共卫生危机这类大范

围风险时也能稳住基本盘、不出现系统性崩塌。

韧性社会政策体系需依托多种要素才能协同构

建起来：数智化是技术基础，可整合多领域数据、

精准识别并预测潜在风险；主体协同是关键，通

过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社会参与、家庭支撑等形

成治理合力；政策衔接是核心，推动教育、社保等

政策横向联动，破解政策碎片化问题；前瞻干预

是主要手段，在风险转化为实质损害前主动介

入，减少风险发生与治理成本；动态适应性是鲜

明特色，通过实时评估调整政策工具适配风险动

态演变。这套体系能推动社会政策从“被动应

对”转向“主动-预防”。当然，构建这套体系不是

要完全丢掉“被动回应”，传统的应急救济、困难

帮扶这些被动回应措施是保障民生的底线，是整

个体系的基础，不可或缺，但还得加上动态监测

和主动干预。被动回应守底线、动态监测察苗

头、主动干预防风险，三者协同发力，才能撑起韧

性社会政策体系的骨架。

这也提示社会政策设计者，应对风险不能只

盯着个体，更要增强整个社会系统的“抗压力”和

“恢复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从三个关键维度

发力：提升个体能力，比如通过职业培训让劳动

者能适应市场变化，这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完善

社会网络，比如搭建社区互助平台、支持社会组

织发展，让人们遇到困难时能有更多互助渠道，

这是社会资本的强化；优化制度弹性，比如让社

会保障政策能根据突发风险灵活调整，避免制度

僵化导致应对滞后，这是制度资本的提升。三者

融合形成了一套清晰的预防路径：先精准识别那

些具有不确定性、扩散性的潜在风险，再通过社

会韧性方法降低个体和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最后

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的适应力。这种以“投资型

干预”替代传统“消耗型救助”的思路，既能用更

低的社会成本实现稳定，又能为长期发展打下基

础，让社会政策真正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二）“介入时机”与“介入方式”维度的理想

类型特征

在“介入时机”维度，其核心是突破传统政策

在风险显化后进行干预的局限，实现介入时间的

前置化与全周期覆盖，具体包含两大特征：一是

政策对象扩展到脆弱性群体。脆弱性群体处于

风险累积但未显化为显性困境的阶段，将其纳入

政策覆盖范围，本质上是把国家介入的时间节点

从贫困发生后前置到风险萌芽中，从源头减少风

险转化为现实困境的概率，这正是“主动-预防”

在介入时机上的核心体现。二是注重连续性治

理。政策干预不再是碎片化的点状干预，而是围

绕风险演化周期构建全阶段的介入机制，贯穿风

险形成、演化的全过程。

在“介入方式”维度，其核心是匹配“主动-预
防”的时机需求，通过多元手段提升风险干预的

精准性与系统性，具体包含三大特征：一是注重

复合型的政策工具组合，不再依赖单一救助工

具，而是通过整合多维度的社会政策工具应对脆

弱群体的多维风险；二是政策治理结构呈现多层

网络架构，打破单一政府主导模式，联动基层社

区、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多元主体，构建多层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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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网络；三是社会政策的资金支出朝投资性支出

倾斜，将资金重点投向能增强脆弱群体抗风险能

力的领域，通过提前投资减少未来风险治理的成

本。“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理想类型特征，具

体可从以下两个层次、五个维度进行分析。

1.介入时机的前置化与全周期覆盖

（1）政策对象扩展到脆弱性群体

基于前述“能力贫困”理论，“主动-预防”型

社会政策的关注对象从陷入贫困或遭受风险冲

击的传统显性风险群体，扩展到陷入贫困的概率

很高的脆弱性群体。这些群体一般能力不足，在

风险冲击下易陷入脆弱状态，需要多渠道的干预

措施：通过风险管理来预防风险冲击、通过投资

性策略来增强家庭能力、通过助推来改善行

动［21］。世界银行提出的社会风险管理框架（So⁃
cial Risk Management，SRM）强调预防、缓解、应对

三大策略和国家、市场、社会三大安排。其中，预

防策略是最优先的策略［22］。换言之，依托于国

家、市场以及社会等三大主体，贯彻“上游干预”

的理念进行预防策略的政策设计，可以较大程度

消除各种风险因素，避免风险事故，从而能够有

效地降低家庭面临的风险冲击，减少风险损失，

进而消减贫困脆弱性，充分体现“预防优于治疗”

的理念。

对脆弱性群体的能力扩展并非单一维度的

投资，而是覆盖认知、健康、社会参与、经济安全

的全维度干预，才能真正增强个体抵御风险的综

合能力。从生命周期的风险差异来看，不同生命

周期阶段的个体面临的能力剥夺风险存在显著

差异：儿童期侧重营养健康风险，青年期聚焦就

业能力风险，中年期关注知识老化风险，老年期

则需应对生活照护风险。因此，关注对象的扩展

还需依据生命周期阶段的风险特征设计相应的

能力扩展策略，实现全生命周期能力覆盖，避免

传统社会政策“一刀切”的偏差。

（2）介入时机注重连续性治理

“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在时间维度上关注

“介入时机”问题。传统“被动-回应”型社会政策

是有了问题才采取措施进行回应，而“主动-预
防”型社会政策强调介入的连续性，是一种连续

性治理。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有着明显的动

态演化特征，它从潜在状态向显性损失转化是持

续累积、逐步升级的过程，而非突然发生的孤立

事件。传统社会政策遵循损失发生后再响应的

逻辑，恰恰忽略了这一动态演化特征，导致干预

总是滞后于风险演化的节奏。而连续治理可以

实时捕捉风险的演化轨迹，尤其是通过各类数据

的汇集、共享与整合，实时监测风险演化的关键

节点，进而实现对风险的动态感知。

从干预时机来看，社会风险演化对时间极为

敏感，一些机会稍纵即逝。这就决定了社会政策

干预的时机很关键，干预越早，风险带来的损害

就越小，所需的干预成本也越低。所以，连续治

理的核心目标就是尽可能压缩政策响应的窗口。

从治理过程的持续性要求来看，连续治理不是一

次性干预，而是持续跟踪、动态调整的循环过程。

依据实时数据评估干预效果，结合风险演化的新

特征调整干预策略，形成监测、干预、评估、调整

的闭环治理模式，确保政策始终能适配风险的动

态变化。

2.介入方式的精准性与系统性

（1）介入方式注重复合型的政策工具组合

“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注重突破传统单一

政策手段的局限，构建复合型政策工具体系，通

过不同功能的政策手段相互支撑，形成覆盖全周

期的支持网络。其主要包含五大类功能互补的

政策工具，围绕赋能发展、筑牢社会安全网、增强

社会韧性的目标展开。

其一，基于基础服务型社会政策工具营造包

容性社会环境。聚焦社会政策的环境支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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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障碍社区建设、公共数字服务平台等营造

有利于个体能力发展的包容性社会环境，落实社

会政策需要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要求。

其二，基于兜底性策略的社会政策工具强化

社会安全网。“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并非抛弃

应对型的事后补偿策略，恰恰相反，而是要进一

步强化这种应对型的事后补偿策略的政策设计，

这是缓冲型、预防型等策略实施的前提与基础。

社会安全网不仅仅起着兜底保障的作用，更重要

的这种“兜底保障”本身就是一种预防性策略。

其三，基于预防性策略的社会政策工具来缓

解风险冲击。贫困代际传递、因病致贫、社会关

系排斥、关键生命事件冲击等都是个体或家庭可

能面临的风险冲击，“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设

计应该强化风险管理措施，通过风险管理来化解

各类风险［23］。很多国家主张通过社会保险来预

防风险冲击，这是从国家层面给出的预防性策

略。各种社会保险项目涵盖了家庭生命周期的

各个阶段，包括生育、医疗、教育、失业、养老保

险等。

其四，基于投资性策略的社会政策工具来增

强发展能力。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两个方向：一

是关注儿童的早期教育与发展；二是直接作用于

家庭中的成年人，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帮助其完

成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这两种方式都被证明

是有效的，且与贫困的事后补救措施相比，成本

较低，效果更好且更可持续［24］。

其五，基于行动改善策略来改善决策。在社

会政策实施过程中更关注筹资和递送机制的效

率，而很少关心目标人群［25］。在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没有很好地倾听公众的声音是导致很多政策

执行不力、政策效果不佳乃至政策失败的重要原

因。可借助行为经济学的“助推”理论，扩大公众

参与，给公众更多选择权，以此来改善行动。助

推并不直接强制人们选择，把目光放在选择架构

的影响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但却把最终

选择权留给人们，这样的政策成本低廉、行之有

效，且更温和、更易被人们接受［26］。此外，行动的

改善不仅局限于家庭的行动，还可帮助政府做出

最佳的政策选择，有利于政府决策的优化。

从社会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来看，复合干预

并非政策手段的随意叠加，要基于群体风险特征

和个体能力短板实现精准匹配与组合，确保每类

工具都能直接响应特定群体的政策需求，形成社

会政策的干预合力，让不同领域的政策手段相互

支撑、互为补充。

（2）政策治理结构呈现多层网络架构

“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要发挥综合效能需

要构建多层次架构。宏观层次上，国家战略与价

值导向要实现主动定位，在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

上将“预防”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核心原则，聚

焦于如何规避风险的发生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去

解决已发生问题。如果将重点放在预防贫困、预

防失业、健康预防上，可能要比现金救助、失业救

助和医疗救助发挥的作用更大，效果更好，成本

更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层面需要国家倡导

前瞻性的政策设计，实现从兜底保障向风险预防

的延伸，提前构建制度防线。

中观层次上，要实现社会政策的协作机制，

这是政策的落地执行层，核心是搭建跨领域、系

统性的预防网络，避免单一政策“碎片化”。打破

部门壁垒，整合政府、市场、社会资源，将政策资

源向“预防服务”倾斜。由政府主导搭建顶层统

筹网络，通过跨部门联席机制制定预防型政策框

架、确立风险评估标准，并依托数字化平台建立

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同时，以市、县等区域治理

单元为枢纽，联动社区治理平台、社会组织、市场

主体形成执行网络。社区承接政策落地，通过网

格员巡查等“铁脚板”的方式收集各类信息，社会

组织发挥专业优势开展预防型服务，市场主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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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社区服务供给等融入预防链条。

微观层次上，实现对个体与家庭能力的主动

赋能，核心是通过前述的组合型社会政策工具提

升个体、家庭的自我预防能力，通过政策引导个

体主动规避风险，并针对不同群体的潜在风险提

供个性化预防服务。这种多层网络架构最典型

的就是浙江省的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该联合

体通过开放共治空间，构建立体网络，健全时空

嵌合机制平衡主体关系，主动的政府、积极的社

会、有效的平台缺一不可［27］。简言之，“主动-预
防”型社会政策形成了“宏观定方向、中观搭框

架、微观强能力”的逻辑链，从问题发生后补救转

向风险发生前干预，实现社会治理成本降低与民

生保障效率提升的双重目标。

此外，还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

因为当前全球性系统风险更为突出，这种多层网

络架构的层级还可进一步拔高，从全球治理的角

度来构建“全球标准-国家立法-省级统筹-社区

网格-家庭自我照护”的政策干预体系，各层级承

担差异化职能：全球层面负责制定“主动-预防”

型政策的通用标准，如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能力

评估框架，如国际风险治理理事会（IRGC）提出

“风险评估-决策-监管”流程框架，将风险认知、

责任主体、工具选择纳入统一分析的动态治理模

型，以跨学科整合和多利益相关者参与为核心特

征，通过系统性流程设计实现对复杂风险的全周

期管理［28］；国家层面通过立法确立制度框架与财

政保障机制；省级层面结合区域风险特征统筹资

源配置，实现政策的地方化适配；社区层面承担

风险监测与一线干预任务；家庭层面则履行自我

照护的基础责任。这种层级架构确保各层级的

职能定位与自身能力相适配，保障体系的纵向与

横向贯通，形成治理合力［29］。

（3）社会政策的资金支出朝投资性支出倾斜

社会政策资金向投资性支出倾斜构成当代

社会政策从“被动兜底的消费型保障”向“主动赋

能的发展型干预”转型的核心方向。其内在逻辑

旨在突破传统消费性支出的局限，例如最低生活

保障、临时救助等现金救助手段虽能满足个体即

时生存需求，侧重短期风险缓解，却难以从根本

上解决因能力不足导致的长期发展困境；而投资

性支出通过将资金定向投入提升个体长期发展

能力、预防风险前置发生、降低未来社会治理成

本的领域，最终实现短期保障与长期发展相统

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政策目标。从

功能定位看，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形成互

补，其中投资性支出聚焦个体造血能力培育，覆

盖四大关键政策领域：儿童早期发展领域，依托

普惠托育补贴、0-6岁儿童健康管理及教育起点

投资，借助生命早期发展关键窗口期的高投入回

报率夯实未来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提升领

域，通过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匹配服务等措

施，帮助个体适应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减少结

构性失业风险；健康预防与管理领域，以公共卫

生宣传、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及低收入家庭预

防医疗补贴为抓手，通过夯实健康基础保障防止

因病致贫返贫；资产建设领域，依托儿童发展账

户补贴、教育储蓄抵税及创业贷款贴息政策，引

导个体积累发展性资源，构建抗风险缓冲机制。

总体而言，这一支出结构调整改变了传统财政将

福利支出视为成本负担的认知。

这种支出结构调整的深层动因可从三方面

阐释：首先，从贫困治理逻辑看，此举能从源头破

解贫困代际传递与返贫问题，通过能力建设减少

个体对长期社会救助的依赖，降低未来社会政策

的被动投入成本；其次，从风险防控逻辑看，借助

前端风险干预实现小额投资预防大额风险，可以

显著提升政策干预的精准效能；再者，从社会公

平逻辑看，通过向弱势群体倾斜发展资源，缩小

不同群体间的能力差距，推动从“结果公平”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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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长远价值的“机会公平”“能力公平”转型。这

一取向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强调的“投资于

人”的政策取向高度契合，将成为未来发展的

重点。

当然，这一倾斜并非否定消费性支出的基础

价值，反而要求在“兜底保障”与“发展赋能”间构

建动态平衡。实践中需防止三大误区：其一，防

止重长期发展、轻短期保障的倾向。需确保消费

性支出随民生需求动态调整，在保障基本生存需

求的基础上实现能力提升。其二，避免投资方向

错配，需严格遵循“风险与能力精准匹配”的逻

辑。例如，针对失业中年群体的知识技能陈旧风

险，应优先投入针对性短期技能培训，而非盲目

推进长期学历教育，确保资金投放与政策需求高

度契合。其三，杜绝重投入规模、轻绩效评估的

偏差。鉴于投资性支出效果显现具有时滞性，如

早期教育投资需十余年才能通过升学率、就业率

等指标体现成效，需建立适配的长期绩效评估体

系。概言之，社会政策资金向投资性支出倾斜，

本质是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升级，其核心目标是通

过精准投资与多工具协同联动，构建个体发展能

力与社会系统韧性，最终推动社会政策完成从

“生存保障型”到“发展赋能型”的可持续转型。

总之，“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实现了从传

统“问题修复”向“风险前置”与“成本重构”的深

层转变，并通过“介入时机”的前置化与“介入方

式”的系统化实现对“国家介入个体风险”命题的

深化回应。这两个层次、五个维度并非孤立分立

的制度模块，而是呈现相互支撑、深度渗透的有

机整体性，共同塑造了“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

的制度内核，其制度设计始终围绕“风险预防”与

“能力扩展”的双重目标展开设计，既聚焦于提前

识别并化解潜在社会风险，又注重系统性提升个

体与社会系统的可行能力，最终有效突破了传统

社会政策“事后补救”“单一救助”的制度局限，契

合“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核心诉求。

四、“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未来发展

近年来，国家建设的重心发展了巨大的转

变，逐步由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能源、

住房等，转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如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体系等。这是国家与社会对风险社会做

出的及时性回应。“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未

来发展将深度回应经济结构转型、人口结构变化

与技术革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这一发展过程

是现代福利制度对“国家介入个体风险”命题的

深化实践，既延续了介入时机前置化与介入方式

系统化的核心逻辑，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了

更具韧性的治理形态。

其一，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变革成为推动政策

全程化覆盖转型的核心动力。零工经济的蓬勃发

展与平台用工的普及，使得传统劳动关系边界模

糊化，新业态劳动者面临的收入不稳、社保缺失等

风险持续累积。针对这一趋势，“主动-预防”型政

策将突破传统劳动关系局限，通过行业集体协商

机制等创新方式将风险干预前置到灵活就业的全

流程，强化全生命周期系统干预的理念指引政策

设计，构建为经济结构转型保驾护航的社会政策

体系。同时，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能老化、失

业上升的问题，“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将进一步

强化投资性支出导向，构建以终身技能培训为核

心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提前化解结构性失业风

险。这种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协同，体现了从

“被动救贫”到“主动防贫”的治理思路转变。

其二，人口结构变化等社会领域的风险演化

催生政策干预方式的精细化升级。未来人口高质

量发展不仅面临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问题，

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结构的转变。尤其是随着60
后、70后等人口逐步步入老龄化阶段，“年轻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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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老老人”等结构性变化给养老保障等社会

政策带来巨大冲击。未来社会政策不仅要实现兜

底，还要通过主动干预的方式进行更为精细化的

设计。在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中，除了关注常态化

的政策目标人群以外，还要关注更多因为健康风

险、失业风险等各类风险冲击变得相对更脆弱的

群体，对于这类群体更加需要强化动态监测、主动

预警与综合研判，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前干预，消减

脆弱性，防止风险演变成实际的危机。从这个角

度来看，未来“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将更加强化

连续性治理逻辑，建立起脆弱性预防体系与干预

网络，弥补碎片化政策的干预空白。

其三，技术革命为政策精准化提供了全新可

能，也带来了治理范式的重构，其中的核心就是

通过技术赋能让前瞻性风险治理的理念落地为

可操作的实践路径。首先，在风险识别环节，将

全面推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依托多源异构数

据构建多维度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通过机器学习

模型对风险特征进行精准建模，实现潜在风险的

数字化感知与自动化分级预警；其次，在资源配

置环节，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

制提供高效支撑，推动政策资源按潜在风险阶

段、风险萌芽阶段、系统性风险阶段等不同风险

阶段精准前置，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模拟不同政策

调适方案的实施效果，为前瞻性布局提供科学依

据，降低风险对社会系统的整体冲击；最后，效果

反馈环节则在技术支撑下实现评估范式的根本

转变，摒弃传统“救助人数、资金规模”的量化逻

辑，构建以“风险发生率降低幅度、风险演化阻断

效率、个体抗风险能力提升程度”为核心的效能

评估指标体系。通过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干预效

果，为政策动态调整提供精准依据。这种技术赋

能的闭环运行，最终推动治理范式从“经验驱动”

向“数据驱动”跨越，真正让“主动-预防”从社会

政策的理想类型转化为具备自我修正、持续学习

能力的韧性治理实践，实现治理范式的系统化

重构。

总体而言，“主动-预防”型社会政策的未来

发展是对风险社会挑战的系统性回应。在经济、

社会、技术多重趋势驱动下，社会政策将实现介

入时机的全程化覆盖、介入方式的精细化升级与

治理范式的系统化重构。尤其是在高度复杂性、

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特征下，“主动-预防”型社

会政策的发展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也兼顾

现实可行性。目前，韧性社会政策的基本制度架

构初见雏形，未来最终将会构建起更具前瞻性与

包容性的现代社会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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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Logic, Ideal Typ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oactive-Preventive”Social Policies

ZHU Jianhua，ZENG Kexin
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social policies is essentially reflected in the timing and approach of national

capacity intervention in individual risks based on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risk forms，and presents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ly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risks. The social risk
theory，social policy evolution，risk forms and structural changes，capacity poverty，and social investment the⁃
ory are the cognitive basis，transformation basis，practical motivation，and goal orientation of the“proactive-
prevention”social policy，which is its generation logic. Under the guidance of building a resilient social policy
system，the ide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proactive- prevention”type of social policy are manifested in the pre-
positioning and full cycle coverage of intervention timing，as well as the precision and systematicity of interven⁃
tion approach. This mainly includes expanding the policy target to vulnerable groups and emphasizing continu⁃
ous governance，focusing on a combination of composite policy tools，presenting a multi-layered network
structure for policy governance，and tilting social policy funding towards investment expenditur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proactive- preventive”social policies will deeply respond to the systemic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demographic changes，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and shift to⁃
wards more resilient forms of social policies.

Keywords：“Proactive-preventive”social policy；Intervention timing；Approach of intervention；Resil⁃
ient soc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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